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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途径研究

李 炜 王 卡

提 要: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使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

径。本文综合讨论了学界关于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利用 2021 年“中国社会状

况综合调查”( CSS) 数据描述了低收入家庭的人口规模及城乡、年龄、教育、就业

结构等特征，提出了“提低”“扩中”的三条政策路径。基于对不同政策路径下低收入

群体的具体分析，本文提出了各目标群体迈入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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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

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

止两极分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则是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1 年 10 月在 《求是》

杂志发表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针对 “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提出“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并具体阐

述了扶助高校毕业生、进城农民工等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举措。2021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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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

决议》也提出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导向是 “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由此形成了 “调高”“扩中”“提低”的

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体系，其中提升低收入者收入，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诸多研究表明，相比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我国当前低收入群体的人

口规模仍是最大的，其构成也甚为多元。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该群体的社会经济

特征，测算其规模，才能有针对性地施用差异性政策工具。

一、关于低收入群体的相关研究评述

当前关于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研究数量众多，基本围绕着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

及规模、群体特征、增收障碍、“提低”策略等几个方面展开。

就低收入群体划分标准及规模而言，专门探讨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可以从众多

涉及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的研究中提炼出来。这些划分标准十分多元。如李春玲

( 2022) 参考世界银行日人均收入 2—10 美元的标准，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

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CSS) 数据估算出 2019 年我国低收入群体的比重为 50. 3% ，

若加上日人均收入 2 美元以下的经济困难群体，则比例合计为 64. 6%。刘世锦等

( 2022) 使用的是 2018 年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划分的绝对标准，即中国典

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 万—50 万元之间 ( 2018 年价格) ，将我国居民划入低收入

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并以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 CHIP) 数据估

算出我国 2018 年低收入群体 ( 即家庭年收入 0—10 万元) 的比重为 72. 4%。李培

林和崔岩 ( 2020) 采用了相对收入标准，分别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的 75% 和 200% 作为中等收入的下界和上界，也就是将收入在全国人均可支配收

入中位数的 75% 以下的人群视为低收入群体，并据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CSS) 数据测算出 2015 年我国低收入群体的占比约为 39. 7%。综上可知，研究

者们在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上见仁见智，口径有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分，视

角有国际和国内之别，因此各研究估算出的低收入群体在人口总量中的占比也差

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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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收入群体特征的议题上，几乎所有研究都将农村居民特别是以务农为主要

生计的农村人口视为低收入群体。兜底保障人群 ( 如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

养、其他社会救助的对象) 、临时救助对象、支出型贫困和存在贫困风险的人群以

及城镇非稳定就业群体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 杨立雄，2021; 何文炯、王

中汉，2022) 。农民工群体或进城务工人员也被不少研究者归为低收入群体 ( 王智

勇，2022; 蔡昉，2022; 范恒山，2022) 。刘世锦等 ( 2022) 根据 CHIP 调查数据对

低收入群体做了更为细致的刻画，发现低收入群体的主体是农村居民，主要集中于

中西部地区; 其家庭规模偏大、劳动参与率虽高但抚养负担重，就业者多从事劳动

密集型产业; 其家庭总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比重高、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其家庭成

员的受教育程度偏低。

既有研究对低收入群体增收障碍的生成机理达成了一定共识，其主要观点集

中于 “缺能与缺权” ( 黄祖辉、张淑萍，2022 ) ，即人力资本不足和致富机会不平

等。前者指低收入群体普遍缺乏人力资本，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技能有限、资

金不足、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 ( 王智勇，2022) ; 后者指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增长

幅度的差异导致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难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 ( 李实、

詹鹏，2021) 。

“提低”策略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蔡昉 ( 2021，2022) 提出以提升社会性流动、加大城镇化带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吴

舒钰 ( 2021) 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国际比较视角出发，提出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困难群体的转移支

付等政策建议。李春玲 ( 2022) 则聚焦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出推进乡村振兴和

新型城镇化战略，培养农村脱贫人口迈向中等收入行列，稳定农民工就业，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提升养老保障水平，为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等措施。

随着共同富裕政策理念的倡导，当前国内关于低收入群体的研究逐渐深入，

“提低”策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对低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不一，对群体规模估

测差异较大，对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多元性分析不足，从而使 “提低”政策的目标

群体识别不够精准。因此，本文将从我国当前低收入群体规模测算、群体特征分

析和 “提低”政策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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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收入群体划分标准及人口规模估测

要实现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的目标，首先要测算出该群体在我国人口中的规模

和占比，但如前所述，目前低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并不统一。不同的划分标准具有

不同的区分度，在对收入群体进行分类时应采用与政策相契合的区分度。笔者认为，

在实现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议题背景中，低收入群体的划分原则应

该符合我国尚未形成居民收入 “橄榄型分配格局”的现状，即从群体比重上看，应

该是低收入群体 ＞ 中等收入群体 ＞ 高收入群体。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此综述学界

目前对低收入群体的主要划分口径，并逐一加以讨论。

标准一: 居民家庭收入五等分口径。此标准指国家统计部门依据住户收支与

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中的最低 20% 收入组。部分学

者采用此标准来判定低收入群体 ( 杨立雄，2021 ) 。按此标准，我国城乡居民低

收入组 2021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333 元①，占总人口的 20% ，规模约为 2. 83

亿人。

标准二: 日人均收支口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

莫·伊茨哈克 ( Milanovic ＆ Yitzhaki，2022)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多国数据统计分

析，提出日人均支出或收入在 2—9. 9 美元区间者为低收入群体，10—100 美元区

间为中等收入群体，此标准为国内诸多研究者所采纳。根据这一口径，按目前美

元对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 ( PPP) 为 4. 18 转换，即日人均收入在 8. 36 元—41. 38

元区间，即年收入在 3051 元—15104 元区间，落在 2021 年我国居民收入五等份分

组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的均值范围内 ( 分别为 8333 元和 18446 元) ，用

内插法求得其占比应在 25% 上下，其规模大约 3. 53 亿人。

标准三: 收入中位数区间口径。将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75%—200% 作为划

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收入在中位数 75% 之下的群体自然就被归为低收入

群体 ( 王朝阳、李梦凡，2013)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1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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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2021 年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的收入情况”，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五等份

分组分别为: 低收入组，8333 元; 中间偏下收入组，18446 元; 中间收入组，29053 元; 中间偏上收入组，

44949 元; 高收入组，85836 元。https: / /data. stats. gov. cn /easyquery. htm? cn = C01，2022 年 10 月 5 日

访问。



出情况》，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29975 元①，其 75% 约为 22481

元，略低于居民收入五等分分组的中间收入组的均值 ( 29053 元) ，用内插法求得其

占比约为 46. 4%，其人口规模大约为 6. 55 亿人。

标准四: 国 际 收 入 中 位 数 区 间 口 径。以 世 界 各 国 当 年 人 均 收 入 中 位 数 的

67%—200% 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线，相应其中位数 67% 以下区间则为低收入

群体。根据杨修娜、卓贤 ( 2019 ) 测算的 2020 年世界各 国 人 均 收 入 中 位 数 的

67% 为 8503 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相当于人民币 35542 元。这一口径已经进入

了我国居民家庭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中间收入组与中间偏上收入组均值之间 ( 分别

为 29053 元和 44949 元) ，用内插法求得其占比 约 63. 3% ，其 人 口 规 模 大 约 为

8. 94 亿人。

标准五: 家庭年收入口径。此标准源于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

“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 万元—50 万元之间的，已经有 4 亿多人，约

1. 4 亿个家庭”②，并纳入 《十四五规划》 “中等收入群体”的名词解释中。因此，

家庭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38167 元为低收入群体③。

该收入水平与标准四接近，同样落入我国居民家庭收入五等分分组的中间收入组

与中间偏上收入组均值之间，用内插法求得其占比约 67. 9% ，人口规模约为 9. 61

亿人。

此外，社会保障研究领域还采用了 “城乡低收入家庭 /群体”概念，主要是指

我国各级政府根据当地低保标准或最低工资标准所划定的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 /群

体，通常由各地民政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制定分类标准并予以认定。但

这一标准覆盖的群体在全国大约有数千万人，本文在此不进行讨论。

根据上述五个不同的划分标准，低收入群体的人口比重从 20%到近 70%，人口

规模自不足 3 亿到 9 亿多，差异巨大。由标准一 ( 即居民家庭收入五等分口径) 的

划分结果推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则已达到人口的 60% ( 即中间偏下、中间收入、

中间偏上三个收入组占比合计) ，低、高收入群体又各占 20%，“中间大、两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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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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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2022，《2021 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1 月 17 日 (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xxgk /sjfb / zxfb2020 /202201 / t20220117_ 1826442. html)。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2019，《国家统计局局长就 2018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网

站，1 月 21 日 ( http: / /www. stats. gov. cn /xxgk / jd / sjjd2020 /201901 / t20190122_ 1764777. html) 。
根据“七普”数据，我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是 2. 62 人，100000 /2. 62≈38167。



的橄榄型收入格局在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显然不符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所

讨论的情形。标准二 ( 即日人均收支口径) 与标准一类似，依然存在低收入群体占

比过低，导致中等收入及高收入群体合计占人口大多数 ( 3 /4 ) 的问题。标准三和

标准四都是采用中位数的相对收入划分法，其划分结果虽然满足了低收入群体比重

较高 ( 占比接近 50% 和超过 60% ) 的条件，但也存在缺陷。这两种标准下的收入

低、中、高分组，只依据收入中位数的区间结构，不对应现实收入。若进行长期的

收入分布比较，则难以施用此类相对标准来评估经济增益的效应。譬如 20 年后我国

居民收入普遍提升，大部分居民进入到中等乃至高收入行列，即全社会收入分布曲

线整体大幅右移，但只要收入分布形态不发生大的变化，以收入中位数的 67% 或

75%划分依然有大比例的“低收入”群体; 同样如果以此方式比较 30 年前的居民

收入分布格局，当时的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能与现今无甚差异。相比各项标

准，标准五 ( 即家庭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 对低收入群体比重的测算结果与标准四

相近，符合低收入群体占比最高的条件，又依据绝对收入标准，在当前界定低收入

群体的各标准中相对更合理。

三、低收入家庭的区域分布及结构特征分析

由于目前居民收入低中高群体的划分均依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测算，因此

描述低收入群体的人口特征首先要以低收入家庭为分析单位。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

学院 2021 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 CSS2021 ) 数据①，将国内居民家

庭依 2020 年收入低于 10 万元、10—50 万元、高于 50 万元标准，分别划分为低收

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区间。如图 1 所示，我国当前家庭收入分布呈现出明显

的“金字塔形”，其中低、中、高收入家庭占比分别为 63. 4%、34. 2%和 2. 4%。这

一划分结果中低收入群体的占比和上述标准四的测算 ( 63. 3% ) 非常接近，和标准

五的测算结果 ( 67. 9% ) 仅差不到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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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状况综合调查” ( CSS)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自 2005 年发起的一项持续性全国抽样调查

项目，该调查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51 个县 ( 市、区) 、604 个村 ( 居委会) 。CSS2021 的全国调

查家庭样本量为 10136，包含了 45950 位家庭成员。



图 1 居民家庭收入分组

( 一) 低收入家庭的区域和城乡分布

我国低收入家庭在区域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CSS2021 的全国家庭样本被划分

为 6 个行政—地理区域①，从图 2 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占比最高，为

79. 1%，其次为西北和西南地区，分别为 73. 3%和 70. 1%，均明显高于全国低收入

家庭占比 63. 5%这一平均水平。华北、华中南地区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占比与全国

水平类似，华东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占比最低 ( 50. 3% )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低收入群体的占比多寡与区域间经济发达程度和城乡贫富差距有密切的关联。

图 2 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的区域分布 (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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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 6 大区域具体包含的省级行政区为华北 ( 京、津、冀、晋、蒙) 、东北 ( 黑、吉、辽) 、华东 ( 鲁、皖、
苏、浙、沪、闽) 、华中南 ( 豫、鄂、湘、赣、粤、桂、琼) 、西南 ( 云、贵、川、渝、藏) 、西北 ( 陕、
甘、青、宁、新) 。



由于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接近 64%，故低收入家庭主要居住在城镇地区，占比约

57. 7%，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占 42. 3%。不过，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比重远远高于

城镇地区，前者有 77. 8%的家庭处于低收入状态，后者达 56. 0%。图 3 显示，在不

同地区，农村的低收入群体都比城镇更集中。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区间

分城乡低收入家庭的比重并非一致。东北地区的低收入家庭不仅高度集中于农村

( 87. 3% ) ，也同样集中于城镇 ( 74. 9% ) ; 西北地区也类似，农村和城镇的低收入

家庭占比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华北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凸显于农村 ( 83. 5% ) ，但

城镇的低收入家庭占比 ( 58. 2% ) 却近于全国平均水平; 华东地区的状况最好，农

村和城镇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占比都是全国最低的。因此，固然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

庭集中度甚高，但东北、西北等地的城镇地区低收入家庭的高占比也不容忽视。

图 3 分地区分城乡低收入家庭占比 ( 单位: %)

( 二) 低收入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

低收入家庭的生存困境还体现在劳动力短缺和抚养负担过重。从家庭人口的年

龄结构来看，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 ( 60 岁及以上人口) 占比 ( 16. 9% ) 高于中等

收入 ( 13. 4% ) 和高收入家庭 ( 12. 7% ) ; 成年劳动年龄人口 ( 18—59 岁人口) 占

比却低于中、高收入家庭; 因此抚养比也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即在低收入家

庭中，一位劳动年龄人口平均供养 0. 64 位未成年人和老人，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

庭则分别为 0. 55 人、0. 53 人 ( 见表 1) 。低收入家庭的人口年龄结构成为约束其经

济收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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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及抚养比

未成年
( % )

老年人
( % )

劳动年龄人口
( % )

抚养比
( 人)

未成年人抚养比
( 人)

老年抚养比
( 人)

低收入家庭 22. 0 16. 9 61. 1 . 64 . 36 . 28
中等收入家庭 22. 1 13. 4 64. 5 . 55 . 34 . 21
高收入家庭 21. 8 12. 7 65. 5 . 53 . 33 . 19
总计 22. 0 15. 8 62. 2 . 61 . 35 . 25

( 三) 低收入家庭成员的就业结构

低收入家庭的劳动年龄人口在经济活动方面也存在劣势。从家庭就业结构来看，

除了被抚养的未成年人，低收入家庭成年人中无业者的比例占到 13. 3%，高于中、

高收入家庭 4—5 个百分点; 低收入家庭中的就业人口有 20. 5%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生产，分别是中等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的 2 倍、3. 25 倍，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在三

种家庭中占比最低，为 35. 8% ( 见图 4) 。这说明无业者和务农者较多是低收入家

庭缺乏收入来源和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图 4 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成员就业结构 ( 单位: %)

( 四) 低收入家庭成员教育结构

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明显处于劣势。和中、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成

员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占比为 71. 6%，高出中等收入家

庭 13. 7 个百分点，高出高收入家庭 24. 1 个百分点; 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占比为

12. 5%，分别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 10. 9 和 23. 1 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说明

低收入家庭人力资本的匮乏 ( 见图 5) 。

多元统计分析可以进一步探究上述家庭所处的城乡地区、家庭成员的年龄结构、

就业结构、人力资本构成等四类因素对低收入家庭成为中、高收入家庭可能性的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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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收入分组的家庭成员教育程度 ( 单位: %)

应。具体分析方法如下: 以是否是中等或高收入收入家庭为因变量 ( 将低收入家庭编

码为 0，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编码为 1) ，分别以城乡属性、家庭成员中 60 岁及以上年龄

人口的人数、家庭中无业人数、务农人数、非农就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为自变量，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来考察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若家庭居

于城镇，回归系数为 0. 671，这意味着在回归方程中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成为

中、高收入家庭而非低收入家庭的发生比是农村家庭的 1. 956 倍 ( e0. 671≈1. 956) ，即

发生比增大了95. 6%。家中 60 岁以上老年人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家庭中每增加一位无

业人口和务农人口，该家庭成为中、高收入类型而非低收入类型的发生比就会分别下

降 14. 8% ( 1 － e －0. 16≈0. 148) 和 11. 9% ( 1 － e －0. 127≈0. 119) ; 而家庭中的非农就业

人数每增加 1 位，则成为中、高收入类型的发生比就会上升 45. 1% ( e0. 372 － 1≈

0. 451) 。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也是脱离低收入家庭转进中、高收入家庭的重要因素，

家庭成员的人均受教育年每增加 1 年，则该家庭成为中、高收入类型的发生比亦会提

升 13. 7% ( e0. 128 －1≈0. 137) ( 见表 2) 。综上所述，城乡属性、家庭成员的就业结构、

家庭中的人力资本状况都是影响家庭收入类型的重要因素。

表 2 影响家庭收入类型的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

B 标准误 Wald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 B)

城乡属性 ( 农村 = 0) . 671 . 058 135. 314 1 . 000 1. 956
家庭 60 岁以上人数 － . 005 . 029 . 027 1 . 871 . 995
家庭无业人数 － . 160 . 033 23. 525 1 . 000 . 852
家庭务农人数 － . 127 . 030 17. 588 1 . 000 . 881
家庭非农人数 . 372 . 020 351. 804 1 . 000 1. 451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 128 . 009 204. 150 1 . 000 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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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 标准误 Wald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 B)

常量 － 1. 408 . 134 111. 081 1 . 000 . 245

－ 2loglikihood: 11309. 921 考克斯—斯奈尔 Ｒ2 = . 130 内戈尔科 Ｒ2 = . 178

因变量: 家庭收入分组 ( 0 = 低收入，1 = 中—高收入) ; N =9629

对上 述 多 元 统 计 分 析 进 一 步 采 用 多 重 对 应 分 析 (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可以更加直观地以维度图的方式来察知上述各影响变量与家庭收入分组

之间的关系。在图 6 中，家庭收入分组、城乡属性、家庭成员的就业结构和受教育

程度四个变量按照卡方关联度被归结到 2 个维度的 4 个区间中: 左上角象限中，中、

高等收入家庭、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及以上、非农就业之间高度关联; 右上角象

限中，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务农、无业归为一类; 右下角象限低收入家庭自成一

类，但和乡村属性的关系最近; 左下角象限中城镇属性自成一类，但和中、高等收入

家庭关系最近。如果看各要素在维度 1 上的投影，更可以明确区分出，中、高等收入

家庭、城镇居住、非农就业、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这一系列属性在一侧，而低收入家

庭、无业或务农、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乡村居住这一系列属性在另一侧。该结果形

图 6 城乡属性、就业结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分组的多重对应分析

象地展示了低收入家庭与农村生活、低人力资本、从事农业或无业之间的高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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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构成

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于劳动报酬收入、务农收入和社保收入，缺乏

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表 3 对比了低、中、高收入三类家庭的收入构成，可以

看出劳动报酬①是低收入家庭的第一大来源，有 72. 7% 的低收入家庭有此项收入;

其次为农业经营纯收入 ( 占 35. 1% ) 、社保收入 ( 占 25. 6% ) 、政府生产经营补贴

政策扶持收入② ( 占 13. 5% ) 。和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相比，享有经营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占比甚低。如有经商办厂净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占比仅为

3. 2%，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同项占比分别是其 2. 84 倍和 11. 38 倍; 有房屋

土地的租售收入的低收入家庭占比为 7. 3%，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同项占比分

别是其 1. 89 倍和 3. 25 倍; 理财收入的差距则更大，拥有此项的低收入家庭占比为

2. 7%，而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的同项占比是其 4. 30 倍和 15. 78 倍。

表 3 不同收入分组家庭的收入来源 ( 单位: % )

收入来源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劳动报酬收入 72. 7 91. 7 82. 2

农业经营纯收入 35. 1 18. 4 6. 7

经商办厂净收入 3. 2 9. 1 36. 4

出售出租房屋土地收入 7. 3 13. 8 23. 7

金融投资理财收入 2. 7 11. 6 42. 6

社保收入 25. 6 24. 8 26. 4

社会救助收入 8. 7 3. 1 . 5

政府生产经营补贴政策扶持收入 13. 5 6. 8 4. 3

居村委会福利收入 2. 9 4. 1 6. 7

赡养收入 . 4 . 2 0

其他收入 24. 0 20. 9 23. 3

家庭收入来源的数额构成也反映出低收入家庭对劳动收入、务农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③的依赖。CSS 调查中的低、中、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年收入分别为 44894 元、

171499 元和 838649 元，在低收入家庭中劳动收入、务农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三者的

数额占比分别为 62. 7%、15. 4%和 17. 2%，合计达到 95. 3% ; 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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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 CSS 调查中劳动报酬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及各类劳务收入。
在 CSS 调查中政府生产经营补贴政策扶持收入包括种粮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
此处将社保收入、社会救助收入、政府生产经营补贴政策扶持收入、居村委会福利收入合计为转移性收入。



收入的数额仅占到 4. 2%，和中、高收入家庭的此二项占比合计 9. 5%和 35. 8%相比

差距悬殊 ( 见图 7) 。

图 7 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数额构成 ( 单位: %)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低收入家庭占全国家庭比重接近 2 /3，人口规模巨大，至

少有 9 亿人口; 农村地区有近八成的家庭处于低收入层级，东北、西北等地的城镇

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的集中度也比较突出。低收入家庭年龄结构偏高，增加了其抚养

负担; 务农人口和无业人口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收入偏低且不稳定的状况明显; 教

育程度明显偏低，人力资本上处于劣势; 家庭收入也以务工劳动收入、农业收入和

社保等转移收入为主，极度缺乏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四、“提低”“扩中”的途径分析

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战略部署: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

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

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

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

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

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从政策角度来看，“扩中”的路径无非三条。其一，新增就业人员步入劳动力

市场直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路径可以简称为 “直接扩中路径”，目标群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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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各类毕业生。其二，通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和分配资源的提升，使其收入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此路径可称为 “向上流动扩中路径”，目标群体是在业的低收

入者，如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其三，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对低收入群体转移

支付，使其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一路径可简称为 “再分配路径”，其目标群

体是低收入群体中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这三种政策路径的目标群体各有差

异，需要进一步分析对应的低收入群体的规模、特征和“提低”措施的针对性。

( 一) 直接扩中路径

新增就业人员是指新参与就业经济活动实现就业获得劳动报酬的人员，在我国

新增就业人口主要指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年均城镇新增就

业人员约为 1300 万人，其中包括每年 800 余万的高校毕业生。① 新增就业人员成为

中等收入群体，是扩中最为直接的方式，其中初次毕业的学生若能由无收入状态直

接获得具有中等收入的职业岗位，无疑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理想的方式。

CSS2021 数据中没有直接区分新增就业人员的信息，但可以构建与之相类似的

“新增就业人员同龄群体”，作为考察新增就业人员状况的参考信息。笔者将高中学

历且年龄为 19—22 岁者、大专学历且年龄为 21—24 岁者、大学本科学历且年龄为

22—25 岁者 ( 即各类学校毕业 3 年内的人员) 视为与新增就业人员同龄的群体。通

过表 4 可以看出他们中的 90. 0% 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46. 6% 的人为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等白领职工，33. 0%的人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工人等蓝领职工，务农者仅

占 3. 6% ; 87. 3%为城镇居民。这一群体的年收入接近 7 万元，只要具有高中教育

程度，其收入都远远超过了低收入群体的上限值 (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38167 元) 。

表 4 新增就业同龄群体与全样本的人口特征及收入比较 ( 单位: %、元)

分类 新增就业人员同龄群体 全样本

受教育程度 ( % )

初中及以下 3. 9 53. 8

高中 6. 0 19. 9

大专及以上 90. 0 26. 2

小计 10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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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新增就业人员同龄群体 全样本

就业状况 ( % )

城乡居住地 ( % )

个人年收入 ( 元)

白领 46. 6 17. 3

蓝领 33. 0 36. 6

农民 3. 6 20. 8

无业 16. 8 25. 3

小计 100. 0 100. 0

农村 12. 7 34. 2

城镇 87. 3 65. 8

小计 100. 0 100. 0

初中及以下 19757. 8 28129. 4

高中 43623. 0 49414. 2

大专及以上 72942. 6 69838. 1

小计 69115. 9 43279. 9

这些分析说明，当前正常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基本可以直接算入中等收入群体。

对他们而言，只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就业，凭借优势人力资本获得享有中等收入的

职位并非难事。每年 800 余万的高校毕业生即使保持 80% 的就业率，也可增加 600

余万的中等收入者。但也要注意到，这些与新增就业人员同龄的群体中，依然有

16. 8%的人处于无业状态，依然存在就业不充分的现象。因此对高校毕业生群体扩

中路径的侧重点是在教育领域加大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对接和转换，使大学生成

为学有专长、学有所用的人才; 在就业领域要加大就业信息和就业服务供给，鼓励

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拓宽就业渠道，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 二) 向上流动扩中路径

此路径实质上是指低收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改变目前职业地位实现向上

流动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这一路径涉及低收入群体中的无业者获得就业岗位、农

业劳动者向上流动至非农就业者、非农就业中蓝领劳动者升为白领劳动者的系列地

位迁跃。从图 8 中可以看出，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年收入大约 25059 元，略高于总体

中无业者和农民的年收入 ( 分别为 21636 元和 19801 元) ，但与中等收入群体的低限

38167 元距离甚远，而总体中蓝领劳动者的年收入则已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的队列，

达到了 54725 元，分别是无业者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的 2. 5 和 2. 8 倍之多。因此，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只有从无业者、农业劳动者至少跃迁到蓝领劳动者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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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能摘掉低收入者的帽子。我国 2021 年 7. 46 亿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约

有 1. 7 亿，农业劳动者应该是当前在业群体中规模最大的低收入群体。由于农业经

营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非农产业，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提升主要应走职业非农化的道

路，而这一途径主要是由传统农民职业流动为农民工。

图 8 低收入群体年人均收入与总体不同就业类型收入比较 ( 单位: 元)

农民工是我国蓝领劳动者中的主要群体，也是中等收入群体中规模最大的职业

群体。据国家统计局资料，目前我国的农民工规模大致为 2. 9 亿，年人均收入为

53184 元①; 据 CSS2021 数据计算，农民工在非农就业者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占比为

55. 6%，在蓝领职工中的占比 72. 0% ( 见图 9) ，人均收入为 55065 元，与前述蓝领

劳动者的年收入大致相当，也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收入数据甚为接近。因此，提

升农业劳动者收入的首要举措就是继续推动城镇化，将农业劳动者转移到城镇非农

就业领域，扩大农民工或蓝领劳动者群体规模，从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此，公

共政策上需加快推进面向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

租房、廉租房等住房保障的力度，解决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城市上学难、升学难、高

考难的痛楚，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可随人员流动的政策，让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

居民享有同等的就业、落户、安居、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

此外，第一产业也须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下，向二、三产业延

伸转化，大力发展立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农业电商等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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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模式，以产业转型带动现有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鉴于农村低收入群体缺

乏财产性收入，还应激活乡村存量资源，进一步深化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建

设用地“三块地”的改革，扩大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收益空间。

图 9 职业和收入群体中的农民工占比 ( 单位: %)

( 三) 再分配扩中路径

再分配扩中路径主要针对缺乏劳动能力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低收入人群。

CSS2021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低收入家庭中尚有 17. 4% 的人口未能进入劳动力市场，

其中包括 13. 3%的成年无业人口和 4. 1%的退休人员，估算其规模也在 1. 5 亿人左右。

图 10 低收入无业群体的人群特征 ( 单位: %)

CSS2021 数据显示，低收入无业群体有五个特征: 其一，老龄人口占比偏高。

该群体平均年龄为 51. 2 岁，明显高于调查样本的总体 43 岁的平均年龄。其中 60 岁

以上人口占比达 34. 3%。其二，教育程度偏低。其平均受教育年为 8. 48 年，低于

调查样本的总体 10. 33 年的平均值，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占比高达 71. 7%，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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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总体比例 17. 9 个百分点。其三，主要为农村常住人口。低收入无业群体居住在城

镇地区的比例为 42. 2% ( 其中包括 40. 6% 的非农户籍人口和 1. 6% 的农业户籍人

口) ，而农村居民占比为 57. 7% ( 包括 25. 4%的农业户籍人口和 32. 3% 的非农业户

籍人口) ( 见图 10) 。其四，收入低，收入份额中以转移收入为主，其人均年收入约

为 15515 元，高于 2020 年脱贫标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00 元，但距中等收入群体

的标准甚远，仅为后者收入低限 38167 元的 40. 6%。在其收入中转移性收入 ( 含社

保收入、生产补贴、社区福利、馈赠收入等) 占比 64. 7% ( 见图 11) 。其五，缺乏

就业能力或就业意愿。这些人员中大部分 ( 39. 4% ) 是因为长期照料家人、料理家

务，或因为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病短期修养 ( 23. 2% ) ，或因为退休 ( 22. 6% ) ，而不

能就业。他们之中大约 2 /3 没有再就业意愿，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其依靠人力资

本增收，故只能以二次分配等转移支付的方式提升他们的收入。

图 11 低收入无业者群体与全样本个人收入构成比较 ( 单位: %)

然而也要看到，依靠转移支付全面提高低收入家庭中 1. 5 亿规模的无业者群体

的收入，使之达到中等收入的低限，政府财政每年至少要增投 3. 5 万亿元 ( 即中等

收入低限人均年收入 38167 元与低收入无业群体的年收入 15515 元的差值乘以 1. 5

亿人口) 。这一数额相当于当前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年支出金额，亦相当

于国家财政年收入的 17. 4%，这不是政府财政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要作为一项长期

的社会福利政策来设计。可以考虑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加大社会保障

的财政投入，逐步提高低保、最低养老金标准，完善困境老年人、困境儿童和重度

残疾人的家庭照顾津贴制度，减轻低收入家庭对无业者的抚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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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China may encounter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middle-income trap”i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toward modernization for many

countries. Some countries succeeded in tackling this challenge and became developed economies，while

others failed and even fell into economic recession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economic，international

trade，and social policy practices of the East Asia Model，the Southeast Asia Model，and the Latin

America Model.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re crucial

in 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outlines three development paths that may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

Paths to“Increasing Incomes of the Low-Income Group”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Ｒesearch on Ways for Low-Income Earners to Become Middle-Income
Earners Li Wei ＆ Wang Ka 20…………………………………………………………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policy approaches to making low-income earners get into the middle-

income group. It discusses academic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the low-income group and employs data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2021 to delineate low-income earners＇ characteristics，such as population size，

urban-rural residence，age，educational attainment，employment structure，etc. We propose three policy

paths to“raising incomes of the low-income group”and“expanding the size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analyze the target groups corresponding to the different policy paths and offer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242


